
中国科学: 地球科学   2012 年  第 42 卷  第 6 期: 795 ~ 804 
 

www.scichina.com     earth.scichina.com 

 

英文引用格式: Scientific Steering Group of the Major Project “Global Change and Regional Response”. Exploring the mechanism of global change—Research 
strategy of major projects of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in Chinese). Sci Sin Terrae, 2012, 42: 795–804 

《中国科学》杂志社
SCIENCE CHINA PRESS

评 述  

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进展专栏 

深入探索全球变化机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重大研究计划的战略研究† 

《全球变化及其区域响应》科学指导与评估专家组* 

* 联系人, 汪品先, E-mail: pxwang@tongji.edu.cn 

收稿日期: 2012-04-28; 接受日期: 2012-05-30 

† 本文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全球变化及其区域响应》重大研究计划结题评估而撰写, 属于其战略研究报告. 受该研究计划科学指导与评

估专家组的委托, 同济大学海洋地质国家重点实验室汪品先院士执笔撰写了该报告, 其基础是重大研究计划的多次研讨会与验收会, 提纲

与初稿曾两次在专家组会上讨论, 力求反映专家们的见解与建议.  

  

摘要    全球变化作为历史上第一个由科学界提出的全球性政治问题, 强有力地推动着学科发

展. 同时, 国际主流意识在全球变暖问题上几十年来的巨大变化和当前面对的剧烈争论, 反映

出全球变化理论认识上的不成熟性. 当前, 我国全球变化研究已获得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的

支持,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可以集中力量支持变化机制基础理论的深入探索, 从地球系统科学

的高度、在更大的时空范围内研究变化机理, 力争在基础理论上有所突破. 全球变化的机制, 主

要涉及温室气体的气候效应、CO2与生源要素循环和气候系统中的水循环三大基础科学问题. 建

议我国针对基础问题, 结合本身特色, 聚集力量采取以下举措: (1) 开展长期观测—科学和技

术的结合; (2) 穿越时空尺度—不同过程的辨识; (3) 促进学科交叉—发展比较行星学等学

科; (4) 设置大型计划—发挥我国自然条件的优势. 藉以揭示地球系统的运行机制, 促使我国

的相应学科尽早实现从跟踪到创新、从“原料输出型”到“深加工型”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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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变化及其区域响应》重大研究计划于

2002 年启动实施, 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一项为期

10 年的研究计划. 该研究计划瞄准当前国际前沿, 

以东亚大陆及近海海域若干全球变化的敏感区域为

对象, 以碳氮循环、水循环和季风环境变化为核心, 

组织开展了五大核心科学问题的研究. 该研究计划

实施以来, 共资助项目 57 项, 资助金额 5500 万元, 

取得了一系列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学术成果, 有力地

推进了我国全球变化研究及其相关学科的发展.  

全球变化研究在我国起步较早, 近年来陆续设

置了众多的研究机构与研究计划, 受到广泛的关注. 

尤其是 2010 年国家科技部启动“中国全球变化研究

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以来, 支持的力度大幅度上

升, 使我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研究能力得到进一

步提升, 从而为国家可持续发展宏观决策、为国际气

候变化谈判和环境外交提供科学依据和政策咨询建

议. 在这种有利的环境下,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可以

在总结多年来“全球变化”重大研究计划经验和成果

的基础上, 改变全面覆盖、广泛支持的做法, 集中力

量支持全球变化机制的深入探索, 与当前主流研究

既相衔接又有区别, 力争通过一段时间的努力, 在全

球变化的基础理论研究上有所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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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全球变化基础科学问题的实质 

世纪之交的前后, 地球科学被推上了人类社会 

的“风口浪尖”. 随着全球性温室气体排放限制措施

的提出, 全球变化进入了各国政府内政外交的核心

层面, 成为历史上第一个由科学界提出的全球性政

治问题. 学术问题一旦进入政治领域, 就会给学科发

展带来天赐良机, 全球变化已经变成了社会的热点、

科研的“显学”. 然而在学术上, 全球变化的机理远未

查明, 人类排放温室气体和全球变暖两者之间是否

存在因果关系, 目前还在争论. 于是出现了政府间专

门委员会气候变化的报告, 一方面荣获诺贝尔和平

奖、一方面又引起“全球变暖大骗局”之类反对意见的

特殊现象.  

回顾历史, “全球变化”之争不自今日始. 早在 18

世纪末, 后来的美国总统杰斐逊(T. Jefferson)利用新

出现的温度计测量弗吉尼亚的气温, 发现几十年逐

渐变暖; 而“美国文化之父”韦伯斯特(N. Webster)根

据长期的证据加以驳斥, 可见全球变暖之争在二百

多年前就有先兆[1]. 19 世纪以前学术界只承认气候有

短期波动、不承认有长期变化, 因此争论的主题与今

不同, 但是对气候问题的意见分歧则自古已然. 由阿

尔卑斯山漂砾引起的第四纪冰期之争, 从 18 世纪延

续到 20 世纪才有结论; 而当前的全球变化之争涉及

地球系统演变的机制问题, 具有更大的科学深度, 不

可能在短期内结束. 如果说 16 世纪的哥白尼革命是

从地球向外看、放眼太阳系, 导致了“地心说”到“日心

说”的革命, 那么当今的全球变化和地球系统科学的

发展, 是反过来从地外看地球的整体, 预期的科学进

展被喻为“第二次哥白尼革命”[2], 推测和五百年前的

哥白尼革命一样, 将是又一场的世纪之争[3]. 

全球变化研究涉及的学科十分广泛. 如果将成

因机制的探索列为上游, 应对措施的研究看作下游, 

那么前者涉及的有物理、化学、生物与地球科学等基

础学科, 而后者从循环经济、碳贸易、碳截存出发, 涉

及到从经济学到技术科学的诸多领域. 在基础理论

方面, 最重要的可以提出温室效应、碳循环和水循环

三大问题. 温室气体如何产生气候效应、水循环如何

实现气候过程, 本质上属于物理问题; 碳循环追踪碳

排放后的去处, 主要是化学或者说生物地球化学问

题. 字面上三者都属于老生常谈, 其实都存在着悬而

未决的重大问题, 从中可以深入到地球系统运行机

制的核心部分.  

1.1  温室气体的气候效应  

作为物理现象, 温室效应是在 19 世纪认识的: 

1827 年法国傅立叶(J. Fourier)提出红外热辐射现象; 

1863 年英国廷德(J. Tyndall)用实验证明水汽和二氧

化碳能吸收红外辐射, 确定了温室气体和温室效应; 

1896 年瑞典阿伦尼乌斯(S. Arrhenius)又对温室效应

做出了定量计算. 但是走出实验室, 涉及温室气体的

气候效应, 却从一开始就有争议. 1900 年瑞典物理学

家 K. Ångstrom 指出大气增加 CO2 不会导致增温, 因

为大气里的CO2已经饱和, 而且CO2能吸收的红外辐

射已经被水汽吸收. 他的错误在于当时的测量手段

过于粗犷, 不知道地球大气圈的 CO2 远未饱和, 而水

汽和 CO2 吸收的红外辐射谱线并不完全重叠; 再说

受 CO2 影响的谱段, 红外辐射是从干冷的上层大气、

而不是从湿热的下层大气散逸出去的.  但是时至今

日, 从 19世纪到 20世纪经过百余年物理学家的努力, 

作为基础知识的温室效应已经确定无疑[4].  

那么是不是可以说, 温室效应作为物理现象已

经研究到家, 不再存在什么问题了? 确实有这样的

认识, 但这是一种误会. CO2 含量与大气温度的关系, 

无论从实际记录和理论计算上都存在着未解之谜 . 

新生代早期大气 CO2 含量比现在高一个量级, 气温

比现在高得多, 符合温室效应; 但是到了二千多万年

以来的中新世, CO2 含量不比现在高, 然而气候却明

显较今为暖[5], 又作何解释? 看来地质历史上 CO2 含

量与大气温度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 而这种关系的

揭示, 既要有地球科学的资料、又要求物理科学的理

论. 在物理学上, 辐射传输(radiative transfer)是温室

效应的理论基础. 近年来比较行星学的发展, 揭示了

其他星球上大气成分和温度的关系, 大大拓展了研

究温室效应的视野. 比如氮气在今天的地球上并不

吸收红外辐射, 而对于土星最大的卫星土卫六(Titan)

稠密而寒冷的大气来说, 氮气就成了最主要的温室

气体. 再比如臭氧也是温室气体, 地球由于臭氧层吸

热造成了平流层升温, 而火星和金星的大气圈没有

臭氧层也就没有升温的平流层. 地外星球大气圈多

样性的发现, 为辐射传输的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推

动力[4], 也启发着地球科学界对于地球自身的温室效

应进行更加深入的探索. 地球演化过程中大气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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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分的急剧变化, 必然在地质历史上造成严重的气

候效应. 比如说, 臭氧层出现以前的早期地球, 大气

圈应当没有平流层, 那么大气环流的格局会像今天

的金星, 还是火星? 

经过两百年的努力, 辐射传输作为温室效应的

理论基础已经确立; 但是一旦用到大气圈又产生出

众多的问题, 要求作进一步的理论研究. 温室气体与

气候变化的关系, 现有的辐射传输理论不足以解释

观测到的现象; 这种理论认识上的欠缺, 反映为学术

界主流意识的前后摇摆. 三、四十年前在冷战背景下, 

谈论的是全球变冷和下一次冰期的来临. 1972 年, 在

美国布朗大学举行了“本次间冰期将如何结束? 何时

结束?”的国际学术会议, 认为以往的间冰期只有一

万年, 而当前的间冰期时间已经超过, 所以会议主席

致函尼克松总统, 指出: “假如人类不加干涉, 现在的

暖期将很快结束……全球变冷…可望在几千年、也许

几百年后降临”[6]. 1983 年, 美国学者正式提出“核冬

天”, 警告超级大国的核战争可以造成不复之劫, 估

算核战争可以造成 15~25℃的降温[7]. 当然这种估算

并不确切 , 同样的作者几年后又将降温值改为

10~20℃ [8]. 温室气体和全球变暖, 对当时来说是求

之不得的好事: “如果大气 CO2 增加为 3 倍, 全球食

品生产就会翻番”. 因此主张“全球规模大量生产 CO2, 

并泵入大气”. 为此“至少要烧掉 5000 亿吨煤, 这超

过人类历史上烧掉的 6 倍. 煤不够了, 可以烧石灰来

增加 CO2”
 [9]. 学术界三十年前后反差之大, 只能说

明温室效应的理论认识上还有着显著的不成熟性 , 

警告我们需要保持独立思考的清醒头脑. 温室效应

的气候表现作为科学问题, 还有待结合地质历史和

地外行星的时空比较, 在新的高度上加深认识. 

1.2  CO2 与生源要素循环  

人类排放的 CO2 只有一半留在大气里, “漏失的

碳”哪里去了?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探测, 结果发现是

被海洋和陆地生态系所吸收. 但是随着全球变暖, 这

种生态系的碳汇作用究竟是在加强还是减弱? 十年

前的主流观点是陆地植被生长加速 , 碳汇作用加  

强[10,11], 这也就是所谓“CO2 施肥”的概念. 但是近年

来新的观测和新的计算, 发现的却是相反的趋势: 树

木生长反而在减慢[12], 热带树林的碳源作用也在加

强[13]. 再说, 升温也不光是加强光合作用, 还会加速

呼吸作用, 两者相抵还是放出的碳比吸收的碳多[14].  

简单地可以说, 全球变暖使得土壤有机质加快分解

属于正反馈, 使得植物生长加快属于负反馈. 至于在

全球尺度上, 陆地碳循环对于气候变化的响应, 究竟

整体说来是正反馈还是负反馈? 至今并不清楚, 因

此也就无从科学预测未来大气的 CO2 浓度变化、更难

以预测未来的温室效应[15]. 根本的原因还是实际资

料的依据不足: 人类 1958 年才开始测量大气 CO2, 

与碳循环的时间尺度相比观测记录太短; 资料的代

表性也不够, 尤其是陆地生态系过于复杂, 所谓陆地

碳循环的全球数据往往是从全球数据减去海洋之后

得出的.  

因此, 揭示碳循环机制的首要条件在于观测资

料的全面性. 海洋界一度争论陆架浅海究竟是碳汇

还是碳源, 其实全球陆架海有很大的时空变化, 不是

一个线性或均相系统, 不能将某个海区的结果外推

到全球[16]. 我们有许多直观的概念, 实际并没有得观

测的支持. 亚马逊流域是当今最大的热带雨林区, 总

以为水分多时应当排放 CO2, 结果却发现旱季是碳

源、湿季是碳汇, 原因是遗漏了季节过程的迟滞效 

应[17]. 北冰洋海冰融化, 应当使生产力增加、碳汇功

能加强, 但是“雪龙号”船 2008 年的北冰洋航次却发

现碳汇功能比 20 世纪 90 年代下降[18]. 意外的结果, 

揭示了原先认识的片面性. 现在碳循环的模式, 建立

在“平面式”的数据之上: CO2 浓度是根据近地面的数

据, 陆地生物圈根据地面以上的活生物量, 海洋是根

据真光带的观测. 其实, 碳循环是个穿越圈层的立体

过程. 海洋碳循环绝不止于真光带, 从弱光带到海底

才是海水的主体. 但是与真光带不同, 深部海水生物

群的主体是微型生物, 近年来发现的“微生物环”和

“微型生物碳泵”[19], 说明原来海洋生物泵的概念过

于局限. 同样, 陆地生态系碳循环的研究, 历来是地

面以上归植物学、地面以下归土壤学研究, 两者并不

衔接, 对两者之间的非线性反馈当然缺乏认识, 因而

也得不出陆地生态系如何响应气候变化的整体结  

论[20]. 再说CO2测量, 热带雨林近地面的碳通量数据

在干季有代表性, 而湿季时深对流发育, 近地面的碳

通量被深对流送入对流层的高空 , 并不具有代表  

性[17], 因此只在近地面测量 CO2 也是片面的.   

总之碳循环的深入研究, 要求打破空间和时间

上的局限性. 人类对碳循环的测量只有半世纪的历

史, 但是现代海水里就有年逾“万岁”的“老碳”, 历史

上 17500 年前也曾有大量“老碳”涌入大洋的“神秘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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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Mystery Interval)”[21], 揭示出冰期旋回的碳循环

中还有从海洋深处的古老碳储库进入表层的现象 . 

迄今为止, 全球变化主题下的碳循环研究局限于地

球表层的短暂过程, 但如果放开时空视野将岩石圈

和地质过程加进来, 碳储库就会增大三个量级, 碳在

大洋储库里的滞留时间也就加长到十多万年[22]. 如

果再进一步深入地球内部, 就可以看到地壳不断地

从地幔获得CO2, 冒出地表后又被光合作用还原为有

机碳 [23]; 相反, 地球表层形成的有机碳和碳酸盐通

过俯冲带进入地幔, 在高温高压下再度产生 CO2, 这

就是行星尺度上的地球碳循环. 决不要以为这种理

论探讨没有实际意义, 今天陆上发现的深部 CO2 气

和深海海底的“二氧化碳湖”[24], 以至于一部分“可燃

冰”中的碳, 和今天海底支持“深部生物圈”生存的碳, 

都有可能来自地球深部. 地球上的碳循环是表层和

深部结合、短期与长期过程交织的产物, 不可能只凭

表面现象得到解释. 

碳循环研究中另一个重大问题, 是多种生源要

素的相互作用. 碳循环不能孤立起来研究, 作为生物

地球化学过程, 必然和水循环和 N, P, Si, Fe 等其他

营养元素的循环密切相关, 其中氮循环尤为突出. 氮

循环与碳循环通过生产力相互连接, 并且共同影响

着气候系统. 比如说, 大气活性氮进入海水可以提高

生产力, 加强生物泵从大气吸收 CO2; CO2 增多引起

的大洋酸化又会提高海洋自养浮游生物的 C/N 比, 

提升海洋固氮作用的效果[25]; 而酸化还会减慢氨的

氧化作用从而减少 N2O 的排放[26], 其结果都是在全

球变化中起负反馈作用. 不仅如此, 人类通过粮食生

产和化石燃料所造成的活性氮, 导致全球氮循环的

空前加速, 引起一系列的环境恶果, 因此氮循环本身

就是全球变化的研究对象[27]. 氮循环的研究为时不

长, 而且氮循环基本上属于微生物过程, 加以与碳不

同, 氮循环每一步的全球通量都不能用卫星资料取

得[28], 因此其基本数据都严重不足, 当前的重要任务

就是氮循环各个环节的定量化. 如果放大时间尺度, 

在地质记录中探索海洋固氮和反硝化作用的平衡机

制, 那就是研究冰期旋回气候变化机制的新途径[29].  

1.3  气候系统中的水循环 

全球变化中温室气体的气候效应, 实际表现为

水循环的变化. 因此贯穿全球变化基础科学问题的

两大红线, 就是穿越地球各大圈层的碳循环和水循

环. 水的气、液、固态的三相转换, 是地球表层系统

的特色; 而地球上的气候变化, 也正是通过水循环才

能实现的. 在全球尺度上气候评价的不确定性, 根源

就在于水文循环的理解不足[30]. 然而与碳循环不同, 

水文变化的记录要比大气 CO2 浓度的记录丰富得多, 

不足的主要是地球表面以下的部分, 特别是冰盖下

的河湖系统和大洋底下的地下水. 南极冰盖下面发

现了一百几十个湖泊, 其中包括世界第七大湖[31], 这

种冰下水系通过冰盖不稳定性影响着地球的气候系

统[32]. 除了海底热液、冷泉和岩石圈“海底下的海洋”

之外[33], 大洋下面还发育着源自陆地的地下水系统, 

估计大西洋海底下面上涌的地下水, 总量可以与河

流注入的径流量相比[34]. 全面认识地球表面的水循

环, 就应当将这些地下过程包括进来.  

从全球变化的角度看来, 水循环研究中的关键

在于其三相转换的过程和影响. 这里包括高纬区冰

和水的转换, 和低纬区水和汽的转换; 前者体现为冰

盖的消长和由此决定的海平面升降, 后者体现为以

季风降水为代表的水文循环. 两者相比, 前者的过程

相对简单, 研究的程度也比较高; 后者的过程比较复

杂, 研究程度明显不足. 即便如此, 研究冰盖的变化

及其在气候系统中的作用, 仍有一系列的待解之谜. 

就今天的过程来说, 需要弄明白当前冰盖沿着海岸

的崩解, 原因究竟是在冰盖还是在海洋: 是由于冰盖

排水加快, 还是海水升温的结果[35]？就远古的地质

时期说, 八亿年前整个地球很可能被冰盖包裹形成 

“雪球”, 在那种没有水气蒸发、没有潜热输运能量的

“雪球式地球”上, 气候系统又如何运作 [36]? 这些都

是地球系统研究中深层次的科学问题.  

更加复杂的是低纬的水文循环, 其中一个研究

的难点在云. 云不同于水蒸气, 不但因为云对于辐射

有反射作用, 更因为水汽变成云而呈液态或者固态

微晶时, 吸收热量的能力就会提升千倍. 云的反馈作

用实际上控制着全球水文循环对于气候辐射的响  

应[37],但是云与辐射的反馈作用由众多因素决定, 近

年来气溶胶作为云凝结核(CCN)和云微物理的研究

虽然取得重大进展, 至今仍然是全球变化气候模拟

中一项最不确定的因素. 气溶胶不仅通过颗粒的吸

收和散射直接影响辐射量, 还可以作为云凝结核改

变云的光学性质和降水效率, 对辐射量产生间接影

响[38], 是当前全球变化研究中的一大热点, 但目前对

于气溶胶气候效应基本机制的理解, 还不足以为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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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结果提供解释[39]. 大量的观测表明, 从 20 世纪 50

年代到 80 年代, 地面太阳辐射量逐渐减少, 推断是

气 溶 胶 增 加 的 后 果 . 这 种 “ 全 球 黯 化 (global 

dimming)”现象一方面说明人类活动产生的气溶胶可

以部分抵消温室效应, 另方面又说明温室气体的实

际增温效果应该更大. 由于气溶胶在大气中的滞留

时间比温室气体短暂得多, 将来温室气体的增温效

果还要比现在严重得多[40]. 但是观测记录表明地面

辐射量在 20世纪 80年代以后又趋向于回升, “全球黯

化”已经逆转为“全球亮化(global brightening)”, 这就

很难再用气溶胶解释[41], 急需更多的观测和模拟去

获取答案.  

水文循环研究的另一个关键在于季风. 迄今为

止, 季风降水数值模拟的成功率比较低, 原因在于我

们对低纬过程的理解不足. 随着全球和大洋遥感资

料的出现, 出现了将季风与赤道幅合带(ITCZ)的南

北位移结合起来、作为全球系统研究的新方向, 也就

是“全球季风”的新视角 [42], 有可能将低纬过程的研

究提升到新的高度, 也有可能为古气候学的研究带

来新意. 当年从第四纪冰期起步的古气候研究, 历来

以北半球冰盖的历史作为中心, 而将地球上其他区

域的气候变化当作对冰盖消长的响应, 研究古季风

无非是为冰期历史提供补充. 现在看来, 以两极为核

心的高纬过程, 和以 ITCZ 即“气候赤道”为核心的低

纬过程是全球气候系统的两种推动力, 应当从两者

的相互作用中去理解气候演变的历史[43]. 从地球系

统的广角度看来, 近两、三百万年来两极都被冰覆盖, 

是显生宙六亿年来绝无仅有的特殊现象. 两极冰盖

的发育改变了地球表面系统的水循环, 突出了高纬

过程对于气候系统的控制作用, 但对于研究地质历

史并不具有代表性[44]. 相反西太平洋暖池所在的低

纬区, 接受着最大量的太阳辐射, 应当是地球表层接

受辐射能量的中心和寻找气候演变机制的重点. 总

之, “气候是 CO2 和水的双人舞, 冰盖是一位客串演 

员[36].” 从高、低纬过程相结合的高度着眼, 从水文循

环的研究入手, 应当是解绎气候变化机制的正确途

径.  

在更大的时空尺度上, 地球的水循环涉及地球

的深部过程, 特别通过超基性岩的蛇纹石化所进行

的水交换, 是地幔与地球表层系统的相互作用. 板块

在俯冲带将海水带入地幔深处, 估计显生宙六亿年

来, 已经有高达 10%的大洋水进入地幔[45,46], 是研究

地球表层变化不容忽视的深部因素. 总之, 无论水还

是碳, 都经历着地球表层与深部部交换的“行星循环

(planetary cycle)”, 属于地球科学正在起步的新方向. 

行星循环如何影响地球表层过程, 是有待回答的新

问题.  

2  我国研究全球变化机制问题的重点举措 

近年来, 随着研究实力和科技投入的增长, 我国

在全球变化领域内的研究已经逐步从区域响应拓展

到全球问题, 从现象描述深入到机制探索, 成为地球

科学发展中的一支先头部队. 我国具有地域辽阔环

境多样、学科设置相对齐全的优势, 如果今后能够进

一步聚集力量“攻坚”, 针对温室效应、碳循环和水循

环的基础问题, 有望在揭示地球系统运行机制上做

出具有国际和历史价值的重要贡献. 为此, 建议以开

展长期观测、穿越时间尺度、促进学科交流、设置大

型计划等四方面为重点, 在新的层次上推进我国的

全球变化基础研究.  

2.1  开展长期观测—科学和技术的结合 

如上所述, 全球变化研究的要害在于观测资料

不足. 而随着人类对环境的需求和技术的进步, 当今

地球科学各学科都在发展观测系统, 成为新世纪里

地球系统科学新知识的重要源头. 其中的重点首先

在于长期原位观测, 比如 20 世纪 80 年代 TOGA 计

划在赤道西太平洋布放 70 个锚碇浮标, 多年水下观

测的结果找到了厄尔尼诺的成因; HEBBLE 计划在西

北大西洋海底投放 11 吨重的 SeaDuct 装置, 经过长

期观测发现了 4800 m 处的“深海风暴”. 近年来, 从

美国“地球透镜计划(EarthScope)”一类针对地球内部

动力学过程的大型计划, 到加拿大“海王星”观测网

(NEPTUNE-Canada)一类的深海观测系统, 长期观测

系统的建设方兴未艾[47].  

无论原位长期或者高分辨率的观测, 都提出了

技术改进的新要求. 科学需求与技术革新相结合, 就

是科学创新的道路. 以创新的精神开展全球变化机

理的研究, 就要求在观测技术上有所进展. 购买国外

的仪器进行观测, 写成文章在国外发表, 回答国外提

出的科学问题, 当然是科学研究的一种途径; 但如果

我们能够在国际水平上提出自己的科学问题, 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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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改进、甚至发明仪器进行观测, 就有可能做出新

的探测、取得新的突破, 而其中的关键就是科学和技 

术的结合. 国际上许多科研创新来自科学家和工程

师的思想碰撞, 甚至于在餐桌上讨论得出设计的初

稿, 就是所谓的“餐巾纸设计(napkin design)”. 美国

第一个海底观测实验站 LEO-15, 大洋钻探第一个井

下观测装置 CORK, 都始于“餐巾纸设计”. 我国一方

面需要针对全球观测中的关键问题组织观测, 另方

面要在观测目标和手段上有所创新, 科学与技术的

结合是唯一途径.  

全球变化机理探索的突破点, 很大程度在于观

测内容和观测技术的创新. 水文循环中蒸发的研究

远不如降水, 关键在于蒸发过程的观测. 盘式蒸发

(pan evaporation)的测量简单易行, 但是只有在周围

大气水分充足的前提下, 才对实际的蒸发作用具有

代表性, 否则陆地蒸发(terrestrial evaporation)增强时

盘 式 蒸 发 反 而 减 弱 , 构 成 “ 蒸 发 作 用 的 悖 论

(evaporation paradox)”[48], 直接影响对于当前全球变

化趋势的评价[49]. 可见改进水文循环的观测技术, 是

地学界的当务之急. 比如氢、氧同位素分馏, 为水文

循环过程提供了示踪剂, 其观测研究早已引起国际

重视[50], 我国学术界应当在研究古今水文循环中给

予高度注意. 又如前面讨论的生源要素循环, 实际上

各个环节都是微生物的生物化学过程[51], 但是现在

比较重视在宏观尺度上作生物地球化学的调查, 对

于微观尺度上观测生物化学的具体过程, 却往往显

得缺乏耐性. 如果我国能够促成科学和技术携手并

进, 在观测内容和技术上有所革新、甚至另辟蹊径, 

必定能带来学术上的新意.  

2.2  穿越时空尺度—不同过程的辨识 

全球变化首当其冲的科学难题是人为因素与自

然因素的区分, 而其中关键在于不同时间尺度变化

的辨别. 某年的暖冬, 究竟是年际、年代际振荡、或

者更长的周期变化, 还是大气成分变化的长期效应? 

由于全球变化是不同时间尺度现象的叠加和交错 , 

答案的获取要求穿越时间尺度, 一方面要了解同一

种变化在不同时间尺度上的驱动因素, 另方面要了

解同一因素在各种时间尺度上的不同表现. 忽视这

种差别, 就可能得出与事实相反的结论. 举例说, 增

温与碳循环的关系就是这样. 中纬度区的增温可以

加速林区土壤有机质分解而放出CO2, 但由于碳储库

有限, 这种碳源效应的时间短暂; 而增温又会加速土

壤氮的矿化, 相当于施加氮肥加快树木生长, 结果在

长时间尺度上是吸收 CO2 的碳汇[52].  

穿越时间尺度的前提, 在于认识不同尺度的过

程. 我国有强大的现代过程和地质记录的研究力量, 

面临的任务是如何古今结合共同开展机理探索, 这

里数值模拟有着巨大的潜力, 但是模拟只能在已经

对机理有所假设的前提下进行. 值得注意的是地质

记录和现代过程在时间尺度上的衔接, 比如百年和

千年尺度上的数据, 除树轮、珊瑚等外极其需要历史

和考古的资料的发掘, 我国这方面潜力的发挥, 也是

国际学术界的殷切期望[53].  

有待穿越的不仅是时间、而是时空的尺度. 海洋

物理学在 20 世纪 60 年代发现了中尺度涡, 纠正了海

流稳定的错觉: 原来海水运动在时间里的变化远远

超过空间里的差异[54], 这种变化绝不是零星分布的

锚系浮标所能测出 , 于是引出了零浮力剖面浮标

Argo 的观测计划, 现在全大洋投放了 3000 多个 Argo

对海洋上层 2000 m 水体进行观测[55], 将物理海洋学

的研究推上了新台阶. 美国研究沉积作用的“从源到

汇”计划, 其特色就在于跨越尺度: 空间上从毫米级

的沉积颗粒到上百公里的地层剖面, 时间上从秒级

的波浪周期到 107 年的地层周期, 通过现场观测和数

值模拟的整合, 像当年连接古埃及和古希腊文字的

罗赛塔石碑(Rosetta Stone)那样, 在现代沉积学和层

序地层学之间架筑桥梁[56]. 回顾一部科学发展史, 就

是人类不断拓宽时空视野的历史, 全球变化的认识

过程也不例外. 20 世纪 80 年代全球变化研究的起步

阶段, 局限于人类社会活动的时空的尺度; 世纪之交

发展到“地球系统”, 扩大到地球表面各个圈层、进入

地质的时间尺度; 近年来又进一步拓展到地球内部

圈层和表层系统的相互作用, 这就是所谓的“行星循

环”或者“地球连接(Earth connection)”[57]. 从政府部

门应对气候变化决策需求的层面看, 全球变化的研

究当然要求贴近人类社会的时间尺度; 而从自然科

学寻求变化规律的角度出发, 只有不受时空约束、一

追到底才能揭示真相. 我国的固体地球科学有强大

的国际竞争力, 但是与全球变化直接相关的主要是

偏重第四纪的古气候研究, 而与内力作用、甚至较早

地质时期的研究工作缺乏沟通. 其实, 国际学术界通

过“俯冲工厂”和“深部碳计划”一类的研究, 正在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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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地球深部的水循环和碳循环, 时间上也正在将

全球变化的研究与地球形成以来的演化过程相结合, 

而这正是我国地学界可以大显身手的舞台. 最近我

国学者正在大洋碳循环的研究, 上溯到晚新生代的

轨道长周期[58]、 中生代的大洋缺氧[59]、和古生代灭

绝事件中的碳位移 [60,61], 显示出令人鼓舞的良好势

头; 研究现代气候学的大气科学家、研究现代微生物

的海洋科学家, 也都开始对于地质时期的季风演变、

海洋碳循环历史发生兴趣, 展现出一派打破海陆界

限、穿越古今尺度的新鲜气象, 值得进一步发扬光大.  

2.3  促进学科交叉—发展比较行星学等学科 

学科交叉, 虽在我国基础研究中不断强调, 但在

实践中却并不理想, 包括数理科学参加全球变化研

究的经历在内. 这里面存在着缺乏得力措施、受制于

旧有传统等多种原因, 而归根结底都是要求科学工

作者对于本身之外的其他学科也能发生兴趣. 如上

所述, 温室效应本身是个物理问题, 碳循环是生物地

球化学的问题, 而研究中的技术设备和数据处理又

属于技术科学和信息科学问题, 并非靠号召或者经

费所能解决, 而需要从学生到专家的不同层面促进

知识普及、学术交流方能奏效. 近年来在生物与地学

结合、古今结合方面都有一定的进展, 但是也有重大

的欠缺, 其中突出的空白就是比较行星学.   

地球在所知星球中具有最复杂的圈层结构, 因

此全球变化也最为复杂, 但是在地球历史上是从简

单发展到复杂的. 企图在深层次上揭示全球变化机

理的重要途径, 是从早期的地球系统入手, 由老到

新、由简入繁地认识其发展过程. 尤其是现在的地球

科学已经发展到“行星循环”的高度, 更需要对于地

球内部与表层联系更为紧密的早期演化加以研究 .  

近 20 多年来, 随着行星际探测技术的发展和探测范

围的扩大, 以及天文学和地球科学的相互渗透, 比较

行星学在欧美国家迅速发展, 为地球系统的研究拓

阔思路、为地球的全球变化提供比较. 恰如研究中国

史须要参考外国史一样, 开展比较行星学研究将是

全球变化机理研究升级换代的重要举措, 在这方面

西方科学家为我们做出了表率. 比如 Lovelock[62]早

在半世纪前就提出用大气成分识别星球有无生命活

动的方法; Webster[63]用内行星的比较说明水在地球

上三相共点的气候意义; Pierrehumbert[36]将“雪球式

地球”与火星的早期相比较, 推论当时地球上的水文

循环与气候特征. 

就像非洲的原始部落启发我们对人类早期社会

的认识一样, 地外星球的今天为我们展现了地球的

童年. 金星上的 CO2 大气和硫酸云, 是我们太古代还

原型大气圈的参考系[64]; 火星上的湖相和风成沉积

岩厚达 4000 m, 为原来局限于地球的沉积学机理研

究打开了行星的大门[65]; 至于木卫二(Europe)上万米

厚的冰下海水 [66], 土卫六(Titan)的甲烷湖泊和甲烷

雨[67], 都是打破地球系统局限性、使我们开阔思路的

比较对象. 比较行星学的价值远不至于满足科学界

的好奇心, 更为宝贵的是提供了地外星球上的全球

变化模式, 前面在讨论温室效应的时候已经提到. 就

气候而言, 研究最多的还是火星. 缺乏液态水的火星

属于“超级大陆性”气候, 昼夜温差高达 120℃, 而且

赤道的温度并不高, 火星上的经向温差直接发生在

南北两极之间, 全球只有一个 Hadley 环流. 由于温

差强烈、气候干燥, 火星上没有干季、湿季、分的是

“晴空季”与“风尘季”, 常见高达万米的超级沙尘暴, 

将天空染成橙色、在地面堆起沙丘[68]. 比较行星学是

提升地球系统科学研究高度的必修科目, 我国务须

及早补上.  

2.4  设置大型计划—发挥我国自然条件的优势 

我国有着世界上最大的基础研究队伍之一, 也

有着增长最快的科研经费投入, 但是研究的科学问

题却基本上是跟踪型的, 大多缺乏自己的研究思路, 

取得的成果基本上属于分散型, 文章在数量上的优

势并没有成为回答科学问题的优势. 近年来我国确

实已经采取措施, 制订了战略规划、设置了超过以往

规模的较大型计划, 但是与成功的国际研究计划相

比, 无论视角的高度或者立项的范围, 大多存在着明

显的差距. 当务之急是要利用本身的优势条件、考虑

本身的特殊需求, 针对全球变化的重大科学问题, 设

立我国的大型研究计划. 缺乏前瞻性学术思想碰撞

的“规划”, 往往只能是现有研究题目的罗列, 成为变

相的未来研究经费预分配, 无助于科学研究的深入, 

为此需要组织高层的学术交流和战略研究.  

结合我国优势设计大型研究计划, 有待于学术

界的深入讨论. 我国地处亚洲和太平洋之交, 世上最

大的大陆和最大的大洋之间的边缘海系列, 从珠峰

到西太平洋海沟之间两万米的地形落差, 都为我们

研究海陆之间的能量流和物质流、探索海陆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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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球影响提供了独特的条件. 多年来, 我国不同学

科提出过各种设想和议论. 比如说, 针对我国西高东

低、季风大河的特色, 提出过“东亚自然环境形成”研

究计划的建议, 可以从西部板块碰撞、东部岩石圈减 

薄入手, 追踪地形倒转、河系改组, 直到季风气候与

生物地理区系的形成, 组织从地球物理到生物学的

大型学科交叉. 又如我国的海上研究, 既有南北极的

考察、又有西太平洋环流的研究, 如果能够以西太平

洋为对象, 将极地到热带海区的工作相互结合, 就可

以从北冰洋的白令海峡到南极的罗斯海, 设立大型

的西太平洋极地计划(简称“太极计划”). 季风是我国

气候的特色、季风研究也是我国地球科学的强项, 无

论是现代季风试验与模拟, 还是从黄土到石笋的古

气候研究, 都取得了国际前沿的成果. 如果能够做到

实质上的古今结合、并且从区域研究进入全球季风的

境界, 就有可能设立穿越时间尺度的“多尺度季风变

化”大型研究计划. 再如我国古生物化石群的研究, 

在国际地学界具有突出的显示度, 近来正在与环境

演变相结合, 如果能够与研究现代环境变化的力量、

例如海洋化学、微生物生态学等方面的专家相结合, 

完全有可能进行“攻坚”, 去探索“从雪球地球到生命

大爆发”、“古生代冰室期到温室期的转变过程”、“地

质时期的微生物碳泵”等重大课题. 这类题目可以提

出很多, 一旦发动学术界讨论, 定会大量出现; 而一

旦付诸实施, 就可以指望在重大问题上的重大进展.  

但是, 这类大型计划的组织和实施, 都要求管理

体制和研究风格上的革新. 只有一个能够高瞻远瞩

的立项机制和朝气蓬勃的学术群体, 才能在学海上

掀起万舟齐发的高潮, 才能不辜负我国得天独厚的

自然条件和当前数百年不遇的治学良机.  

3  结束语  

全球变化作为科学问题, 在 20 世纪 80 年代是作

为追踪人类排放 CO2 的去处而提出的. 经过 20 多年

的发展, 已经远远超出当年的范围, 变为探索地球表

层系统运作模式的“地球系统科学”, 并进而研究地

球内部与表层系统的连接, 探索“行星系统”或者“地

球的连接”[57]. 同时也进一步揭示了地球系统的复杂

性. 地球系统里的“温室效应”决不只是物理学的温

度变化, 而是引发出一系列的生物地球化学过程, 产

生出高度非线性的后果. 正因为这样, 地球科学向着

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前进了一大步.  

从历史上看, 全球变化是第一次由科学家讨论

的学术问题演变成了世界规模的政治问题. 从学术

上看, 全球变化为地球科学的发展提供了空前良机, 

有望促使地球科学从现象描述变成以探索机理、具有

预测功能的新型学科. 这种脱胎换骨的变化, 是地球

科学一场新的革命, 可喜的是这场学科革命发生在

我国科技事业空前繁荣的良好时机, 我国的地球科

学本身面临着从“原料输出型”向“深加工型”的转变, 

从追随、“跻身”到独立思考、追求创新的转型. 只要

认清方向、措施得当, 相信若干年后我国经济的发展

必定会带来科学的腾飞. 当前以地球系统科学为代

表的地学革命, 是继 19 世纪进化论、20 世纪活动论

之后的又一次重大变革. 由于历史的原因, 我国对于

前两个世纪的地学革命愧无贡献; 而在 21 世纪地学

革命的征途上, 相信必定会留下中国地学界的脚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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